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充足的勞動力為中國經濟增長提

供了強大的動力，人口作為基本變量因素直接影響着社會經濟發展，勞動力、資

本存量、技術進步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都隨着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而發生變化。 

在人口轉變的第一階段，死亡率下降先於出生率下降發生，容易出現人口年輕化

趨勢，少兒撫養比上升，這一時期會出現「人口負債」；第二階段，出生率下降，

同時人口老齡化速度比較緩慢，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都比較低1，勞動力供

給充足，這一時期會出現「人口紅利」，也就是人口年齡結構處在最富有生產性的

階段；第三階段，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快於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老年撫養比快速上

升，這一時期又會出現「人口負債」，也就是人口轉變超過了人口紅利階段，人口

年齡結構因老齡化而不再富有生產性2。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階段的人口負債

是由新生兒增加造成的，可以看作是對未來人力資本的投資，而第三階段的人口

負債是由老齡化造成的，也是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負債」。因此，基於「人口負債」

的內涵以及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現實背景，本文討論的「人口負債」主要是基於

人口老齡化而作出的分析。

目前，中國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已經是學術界的共識，本文試圖分析 

中國的勞動力和人口年齡結構與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係，從三方面作出

探討：第一，中國最近四十年的經濟增長中，勞動力的貢獻有多大？所謂的「人口

紅利」有多重要？第二，人口年齡結構對技術進步率和資本增長率有何影響？此前

四十年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和資本增長與人口年齡結構有沒有關係？今後的

人口老齡化會如何抑制中國的科技進步和資本增長？第三，在對上述問題分析的

基礎上，討論未來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變化，以及如何提高中國潛在經濟增長

率，並就人口老齡化現象提供政策建議。

二十一世紀評論
中國人口負債：危機？契機？

人口負債與中國經濟增長

＊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13年「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重點、難點和有效路

徑研究」（課題號：13&ZD014）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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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口現狀以及未來趨勢

2019年6月17日，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9：發現 

提要》（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Highlights）認為，世界人口老齡化加劇， 

65歲及以上人口將成為增長最快的年齡組。目前，全世界約9%的人口超過65歲， 

而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達到16%。報告指出，人口老齡化導致工作年齡段人口

比例下降3。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全球性問題，而中國正處在全球規模最大的 

老齡化過程中。2018年末，中國總人口數達到13.95億，人口增長率只有0.52%，

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0.381%，總和生育率持續走低，自1993年以來中國的總和 

生育率已降至人口更替水平以下，長期低於2.1。2018年末中國育齡婦女人數約為

3.46億，較2017年降低約700萬人；2018年末勞動力人口數量8.97億，較2017年

末減少470萬人，首次跌破9億勞動力人口大關，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為

64.3%，低於2017年的64.9%。隨着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口平均預期壽

命從2017年的76.7歲提高到2018年的77.0歲，截至2018年底，中國65歲及以上

人口1.67億人，佔總人口比重為11.9%4。育齡婦女人數減少，結婚意願逐漸減

弱，導致新生兒出生率持續降低，死亡率、生育率持續下降以及勞動力減少都直接 

導致老年人口佔比逐年增加、勞動力人口佔比減少、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

關於中國人口峰值和未來人口，易富賢和蘇劍分三種方案進行了預測，結果

表明在低、中、高三種方案下，總人口分別在2017、2019、2020年達到12.91億、

12.94億、12.99億的峰值後開始出現負增長，2050年人口只有10.3億、10.8億、

11.1億，2100年只有3.6億、4.8億、5.9億5。蘇劍在2018年初接受採訪時也曾表

示中國的總人口數量不可能超過14億6。

二　人口負債與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1997年，梅森（Andrew Mason）在研究東亞奇迹時，最早提出有關「人口紅利」

（demographic bonus）的概念，並指出人口年齡結構因素對日本、台灣、韓國等東

亞奇迹的發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1998年，布魯姆（David E. Bloom）等人明確

提出將東亞地區「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年齡結構視為「人口紅利」8。同年， 

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9，此後，「人口紅利」的概

念逐漸被學術界認可。諸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定義了「人口紅利」，但是基本上認

同人口紅利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機遇期。

1998年，威廉森（Jeffrey G. Williamson）指出在東亞奇迹中，東亞地區實現了

年均6.1%的經濟快速發展，人口結構轉變對實現東亞奇迹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

過程中人口撫養比降低對東亞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5至33%bk。2005年，

蔡昉和王德文以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代理指標，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在1982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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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人口紅利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eal GDP per capita）增長率的貢獻為

26.8%bl，基本達到了東亞奇迹中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08年，王豐與

梅森同樣以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代理指標，研究分析得出中國在1982至

2000年，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5%bm。然而，由中國的發展經驗可

知，人口撫養比這一變量並不能完全涵蓋人口紅利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實際上， 

人口紅利幾乎會影響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人口結構轉變在影響撫養比的同時，

也會通過影響勞動力供給、技術進步與資本增長來影響經濟增長率。

在改革開放期間，中國發生了較大的人口結構變化，撫養比下降，勞動年齡

人口數量增長較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15至64歲人口

由1990年的7.6306億增長至2018年的9.9351億，增長約30.2%，廉價、大量的勞

動力供應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助力。顧志耐（Simon Kuznets，又譯庫茲涅

茨）研究發現，主要的先行工業化國家勞動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普遍經歷了比較明顯

的上升趨勢，其中，英國勞動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860年代的不足50%逐漸提高

到1960年代的70%，美國勞動佔國民收入的比重由1899至1908年的54%提高到

1954至1960年的69%bn。與以上國家相比，中國由於工業化水平相對較低，使得

勞動力的彈性系數相對較低bo。蔡昉和王德文基於中國1982至1997年的省級數

據，實證檢驗發現勞動力的彈性系數為0.465，這表明就業勞動力數量增加1%，

將使產出增加0.465%bp。謝千里（Gary H. Jefferson）等學者基於1998和2005年中

國所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即全部國有和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及以上的非國有

工業法人單位）的數據，實證研究發現勞動力的彈性系數約為0.28至0.38bq。李鉅

威等人基於中國1985至2006年分省面板數據，實證發現勞動力的彈性系數為

0.278至0.337br。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研究發現，在施加報酬不變約束的條件

下，中國勞動力的彈性系數由1980年代中期的0.32上升到2011年的0.48bs。當然

這並不是說任何國家處在人口撫養比較低、勞動力供給充足的階段都能帶來經濟

較快發展，對於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迹，學術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總的說來，

人口紅利要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才能對經濟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比如，勞動

力參與率較充分、失業率較低，這樣才能保證大部分適齡勞動人口參與生產勞

動，維持經濟較快增長。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城鎮化水平逐漸提高，其速度在1995年前後進一步提

高，城鎮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更在2011年首次超過50%bt。在城鎮化的過程中，

中國從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社會，逐漸轉向以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為主的非農業生

產型社會。為了進一步直觀展示勞動力投入與產業增加值之間的關係，以下以 

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為例，通過圖1形象展示了1978至2018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增

長率與該產業就業人員增長率的趨勢，通過圖2形象展示了1978至2018年第三產

業增加值增長率與該產業就業人員增長率的趨勢。圖1、圖2基本反映了第二、第

三產業勞動力增長率與產出增長率之間的大概趨勢，可見由於勞動力投入數量增

長能夠促進產出增長，所以長期而言，勞動力的增長方向與產出的增長方向基本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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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第二產業增加值增長率與第二產業就業人員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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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率與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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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網，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二）人口老齡化對技術進步的影響

本文認為，雖然人口老齡化在某些方面存在促進技術進步的可能性，但整體

而言，人口老齡化阻礙技術進步的作用可能會更大。技術進步是影響經濟增長的

重要因素，人口老齡化又必然影響技術進步，學術界關於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

的觀點已經達成共識，但是對於人口老齡化影響技術進步的方向仍存在爭議。

一部分觀點認為，高齡勞動者經驗豐富、技能掌握扎實、對工作的熟練程度

高，相較於年輕勞動者更能促進技術進步。比如瓊斯（Benjamin F. Jones）發現，

二十世紀獲得諾貝爾獎和取得重要創新發明的偉人的年齡大約提高了六歲，這一

趨勢與勞動力老化現象是一致的，早期的人力資本投資、學習技能、理論、前人

的研究成果都是創新發明產生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高齡勞動者相較於年輕勞

動者更加能夠促進技術進步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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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部分觀點認為，人口老齡化會導致勞動者接受新技能的能力減弱，從

而阻礙技術進步。比如查婭（Sara J. Czaja）等人認為隨着勞動者年齡的增長，運動

技能也會隨之產生變化，包括反應時間較慢、保持持續運動的能力降低、喪失協

調性、失去靈活性；同樣，與年齡相關的認知能力的下降對技術進步也有影響，

工作記憶的衰退導致老年人很難學習新的概念、技能，或者回憶複雜的操作程序， 

注意力下降可能使他們在工作上很難集中，對技術進步產生負面影響cl。以中國

的情況為例，郭凱明等人認為人口結構轉變不利於個人提高創新能力，並利用中

國三十個省、市、自治區2001至2010年的數據，檢驗了人口結構轉變對企業家精

神的影響。結果表明，老年撫養比每提高1個百分點，發明專利申請量將下降6%

左右，因此中國人口老齡化不利於企業家精神形成，人口老齡化對企業家的創新

和創業精神都有顯著負面作用cm。姚東旻等人基於2003至2012年中國各省的面板

數據，利用動態面板模型和系統廣義矩方法（GMM），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對科技創

新水平的影響，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對科技創新水平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cn。

還有一部分觀點認為，勞動力的年齡結構與技術進步之間呈倒U型關係，即

當勞動者比較年輕時，其創新能力也比較弱，而隨着勞動者年齡增長，其創新能

力也隨之提高，但是當勞動者達到一定年齡時，其創新能力達到頂峰，之後隨着

勞動者年齡增長，其創新能力逐漸減弱，也即勞動力的年齡結構與企業員工的創

新能力之間呈倒U型關係，而企業員工的創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的 

技術進步水平。比如施耐德（Lutz Schneider）認為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本質是由

創新能力推動的，為了回答勞動力老齡化趨勢是否會影響這些經濟體的創新能

力，作者基於德國僱主—僱員數據庫，實證檢驗了企業創新潛力具有明顯的年齡

效應，勞動者年齡與企業創新之間呈倒U型關係，即愈是年輕或愈是年長的勞動

者，其創新能力愈弱，而處在青壯年時期的勞動者，其創新能力最強，而企業員

工在40歲時達到創新能力峰值co。法伊雷爾（James Feyrer）利用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成員國1960到1990年間的數據，實證了勞動力年齡結構與技術進步

之間呈倒U型關係，研究結果表明勞動力年齡處在40到49歲之間時，全要素生產

率（TFP，即技術進步率）處在峰值，勞動力年齡超過50歲時，年齡對技術進步 

存在負面效應cp。瓊斯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科學家創造力峰值的年齡分布在40至

45歲，因此，人口老齡化會不利於科學家創新精神和創造力的發揮，進而阻礙技

術進步cq。

本文支持後兩種觀點，因為第一種觀點的成立必須建基於一定的條件之上，

也就是對勞動者的年齡限制。年長的勞動者相較於年輕的勞動者在經驗、技能掌

握、熟練程度等方面一定是更有優勢的，但是當勞動者的年齡增長到一定程度，

這些優勢會隨着身體狀況等生理自然規律而逐漸消失，也就是說，高齡勞動者 

優越的勞動技能只能體現在有限的勞動年齡區間，而一旦超過普遍意義上的勞動

年齡上限（65歲），老年人的反應速度、身體機能、勞動動機以及創新能力的減弱

將大大抵消他們曾經積累的工作經驗。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的「幹中學」

（learning-by-doing）理論認為，「幹中學」效應將促進技術進步cr，但是隨着勞動者

年齡的增長，以至達到一定年齡時，將會大大削弱「幹中學」積累的經驗。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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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理論的數量—質量替代原理認為，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人們生育意願

逐漸降低，預期壽命逐漸提高，在考慮到未來收益時，每個家庭都會更加重視子

女教育的投入，進而提高了人力資本投資，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人口老齡化

對技術進步的抑制作用cs。

從國際經驗來看，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老年人口佔比也

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佔比達到27%。直廣雄川曾經預

言，人口老齡化將對日本的技術進步產生不利影響，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

陷入衰退與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有相當大的關聯，到二十一世紀初期日本經濟

增長率將降到1%，甚至出現零增長現象ct。諸多研究表明，人口老齡化影響技術

進步，是日本經濟陷入二十年停滯的重要原因。日本的人口老齡化現狀對中國具

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如果中國對未來持續的人口老齡化進程不能採取有效的應對

措施，那麼人口老齡化將成為技術進步乃至經濟增長的不可估量的障礙。

（三）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增長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會拉低國內儲蓄率，由於老年人口消費大於生產，因此只有消費

行為，儲蓄能力較低，國內儲蓄率下降使得可投資的資金減少，最終導致資本 

增速放緩。易富賢指出隨着老年人口增加，日本的國內儲蓄率、投資率分別從

1991年的36%、34%下降至2016年的25%、24%。中國目前的年齡結構非常類似

於1992年的日本。中國的國內儲蓄率從2010年的52%下降至2017年的47%，投資

率從2013年的47%下降至2017年的44%dk。可見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同樣導致了國

內儲蓄率和投資率下降。

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和布倫貝格（R. Brumberg）於1954年提出的生

命周期假說認為，個人的消費行為和儲蓄行為是年齡的函數，個人在一生中的每

個年齡段會對消費和儲蓄進行最優配置：少年時期只有消費行為，沒有儲蓄；青

壯年時期為了撫育子女和未來養老的需要，個人儲蓄會有所增加；而年老時期儲

蓄狀態為負。同樣，對於人口相對年輕或者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通常其儲蓄

率水平相對較低；而處於適齡勞動階段的國家，其儲蓄率水平則相對較高 dl。

1969年，萊夫（Nathaniel H. Leff）最早實證檢驗了包括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在內

的七十四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的影響，認為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有顯著

的負面影響dm。2000年，洛艾薩（Norman Loayza）等人基於150個國家的跨國面板

數據並使用廣義矩方法，發現老年撫養比上升1%，會使得私人儲蓄率與總儲蓄率

分別降低0.7%與0.8%dn。

後來陸續有很多學者也證實了人口老齡化對儲蓄率的負面效應，有的基於跨

國截面數據或面板數據，有的基於時序數據，也有的基於微觀調查數據，都得到

了類似的結論。莫迪利安尼等人的研究發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家庭儲蓄率出

現了爆炸式增長，到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個人儲蓄率已經達到了驚人的水平，

接近30%，峰值超過33%，而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卻遠遠低於工業化國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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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研究表明人口結構對儲蓄率的波動有顯著的影響。在毛澤東領導下，一段時期

內中國政府一直鼓勵生育，直到二十世紀7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關注人口增長問

題。為了提高人們的經濟福祉，中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少兒撫養比急劇下

降，從1970年代中期的0.96下降到本世紀初的0.41，這對儲蓄率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一時期家庭儲蓄率從5.06%上升到23.55%do。

博斯沃斯（Barry Bosworth）等人的文章對1960至2005年全球範圍內八十五個

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全部樣本國家的實證結果表明，老年撫養比上升1%，會造

成儲蓄率下降0.54%；人口老齡化對工業化國家的儲蓄率影響相對較小，而對於拉

丁美洲和亞洲國家的影響最大，亞洲國家老年撫養比上升1%，會使儲蓄率下降

1.19%。人口老齡化對投資的影響大致相同，對所有樣本國家的實證結果顯示，老

年撫養比上升1%，將使投資率下降0.57%。同樣，人口老齡化對工業化國家的投

資率影響相對較小，而對於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的影響最大，亞洲國家老年撫養

比上升1%，會使投資率下降1.91%dp。

但是，生命周期假說也遭到了一些質疑，諸多學者對生命周期假說進行了拓

展，他們認為預期壽命提高會使勞動者預先增加儲蓄，因此，人口老齡化對儲蓄

率的影響方向是不確定的。布魯姆等學者將健康和壽命等要素加入到生命周期理

論，並指出預期壽命的提高會導致每個年齡段的儲蓄率增加，但是這種預期壽命

效應只是暫時的，長期來看，老年人口增加導致的負儲蓄狀態會抵消這種預期壽

命效應dq。格拉夫（Michael Graff）等人認為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符合生命周期

假說，但是當勞動者預期自己壽命提高而增加儲蓄，當然也和收入有關；同時他

們也支持老年人口增加導致儲蓄率減少會逐漸抵消預期壽命效應導致的儲蓄率增

加的看法dr。

本文支持生命周期假說。中國國內儲蓄率一直偏高，這可能與中國人勤儉節

約以及慣於作預防性儲蓄相關；而近年來儲蓄率持續下滑，或許跟很多因素有

關，如消費增加、理財產品豐富、社會保障逐漸完善，但是人口老齡化很可能是

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人口老齡化會拉低儲蓄率，進而使得投資減少，最

終導致資本增速放緩。總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會通過影響儲蓄和投資進而影響

經濟增長。

（四）人口負債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影響

基於勞動力貢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勞動力減少會拖累中國經濟潛在增長

率，本文預測未來的「人口負債」會通過降低勞動人口數量、阻礙技術進步、減緩

資本增速等方式，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產生負面影響。在二十世紀80年代中後

期，日本政府並沒有認識到經濟增長率與日本的人口結構變化相關，在人口結構

發生變化後，政府還依然堅信其經濟增長率能夠維持之前的較高水平；與此同

時，為了拉動內需、對沖與美國貿易戰的影響，日本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

極的財政政策，最終造成瘋狂的地產泡沫。中國應借鑒日本的經驗教訓，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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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發生變化，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時，不應採取過度的刺激政策來促使經濟維

持短暫的繁榮。因此，深入研究人口負債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對於政府制

訂合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具有至關重要的參考作用。

潛在經濟增長率由物質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共同決定，

人口結構的變化通過直接和間接的途徑影響以上因素。相關研究在測算中國潛在

經濟增長率時，考慮了勞動力數量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例如，穆嘉（Carsten 

A. Holz）的研究預測中國2020至2025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為3.98%至13.51%ds。

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人預測2021至2030年期間，中國的平均潛在經濟

增長率將為5.0%至6.2%dt。約翰遜（Åsa Johansson）等人的研究預測，2020至2030

年期間中國的平均潛在經濟增長率為6.6%ek。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預測中國

2021至2030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為5.4%至6.3%el。莊巨忠等人的研究指出，如果

中國能夠有效應對挑戰，在2020至2030年將實現6%的經濟增長目標em。普里特特 

（Lant Pritchett）等人的研究指出，中國經歷過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後將回歸至常

態，2020至2023年期間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將下降至5.01%，2023至2033年期間則

下降至3.28%en。隨着中國老齡化程度的加劇，總撫養比將會提高，促使勞動力供

給減少、技術進步與資本增速放緩，這將造成經濟增長速度減慢。

從已有文獻來看，估算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方法主要包括生產函數法、HP濾波

法，以及多變量狀態空間法。一個國家在人口負債期的最突出表現是勞動年齡人

口的比重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愈來愈嚴重。為了更直觀地考察勞動人口數量變

化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影響，本文參照周天勇、勃蘭特（Loren Brandt）等人和中國

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關於潛在經濟增長核算方式的研究，通過生產函數法分析勞

動人口數量變化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影響eo，根據羅默（David Romer）關於經濟增

長核算的公式ep，認為勞動力數量變化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影響等於勞動力的彈

性系數與勞動力數量變化的乘積。穆嘉的研究假設2020至2025年中國的生產函數

中勞動力彈性系數為0.521，根據中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組的預測，中國2021至

2030年勞動力彈性系數約為0.5，這說明勞動力數量供給每降低1%，潛在經濟增

長率大約會降低0.5%eq。

中國由於人口結構轉變而產生的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隨

着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人口紅利逐漸減少，甚至逐漸轉變為「人口負債」。一

切發展都是以人的發展為前提，近年中國調整了施行幾十年的嚴格計劃生育政

策，但是二胎政策遇冷，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這與生育成本、女性因生育而

放棄的機會成本等有很大關聯。因此，除了生育政策本身，鼓勵生育的配套措施

更加需要完善；通過新生兒新增勞動人口是個長期的過程，短期內進一步挖掘既

有勞動人口的勞動潛能有助於迅速增加勞動供給；在科技強國、人才興國戰略的

指引下，中國從模仿逐步轉向自主研發，技術進步的質量與速度得以提高，彌補

了由於勞動力數量減少對經濟發展產生的不利影響。基於以上分析，本文將結合

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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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策建議

（一）取消計劃生育政策，轉向鼓勵生育

中國的生育政策經歷了鼓勵生育階段（1949-1953）、「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

（1954-1977）、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1978-2013）、單獨二孩（2014-2015）、全面二

孩的寬鬆計劃生育政策（2016-）五個階段er。1980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

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提到只生一個孩子將來可

能出現一些新的問題：「人口的平均年齡老化，勞動力不足，男性數目會多過女

性，一對青年夫婦供養的老人會增加」，但是「老化」的現象在二十世紀不會出現，

最快也將在四十年以後才會出現es。這些問題確實在上個世紀沒有出現，但是在

四十年後的今天，這些計劃生育政策引發的問題全都出現了。

改革開放初期施行的嚴格計劃生育政策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人們在穿

衣、吃飯、住房等基本需求方面的問題，但是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人口年

齡結構不同的時期，國家面臨着各種問題，現階段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為此，

本文建議取消計劃生育政策，轉向鼓勵生育，同時出台相應的鼓勵措施。首先，

保障女性生育及就業權利。如果只是限制企業不得過問女性的婚育情況，可能會

促使一些企業直接放棄招聘女性，給女性就業造成更大的障礙。真正有效的鼓勵

措施是由國家為企業提供相應的補貼或者稅收優惠，逐漸縮小男女勞動參與率的

差距，而不應該完全讓企業承擔女性員工因為生育而可能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其

次，完善嬰幼兒撫育服務。目前很多年輕夫婦的育兒任務只能依靠隔代父母親，

撫育壓力大，因此，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提供必要的撫育服務，成立一些託育機

構，適當降低家庭撫育孩子的時間成本，以此激勵家庭生育子女。最後，降低育

兒成本。通過適當補貼和降低孩子的教育、醫療成本，來減輕一部分不敢生育的

年輕夫婦的顧慮。雖然放開生育政策、激勵生育並不能立即解決人口老齡化的問

題，但是新生兒作為社會未來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未來中國人

口深度老齡化的趨勢。

（二）延遲退休年齡，補充勞動力

中國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依據1978年〈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

辦法〉和〈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確定的男性60周歲，女性55周

歲（工人50周歲），是世界上退休年齡最小的國家。一些發達國家為了應對人口老

齡化問題，相繼提出了延遲退休年齡、補充勞動力的計劃。中國也有學者提出過

相關建議，早在2016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曾經發布新聞吹風會，倡議漸進

式延遲退休年齡，但是一直沒有執行，或許礙於執行上具有一定難度。因此，在

延遲退休年齡這個問題上，除了從國家整體利益的角度考慮之外，也要考慮每一

個繳納社會保險費用者的利益，漸進式推進是一個好辦法，可以讓大家有一個逐

漸接受的過程，但更主要的應該是給予鼓勵和保障措施，比如：鼓勵一些非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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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崗位的勞動者積極響應號召，也可以通過提高退休待遇的方式激勵勞動者，此

外，對於願意延遲退休的勞動者可以採用彈性工作制，方便隔代照顧小孩以及豐

富業餘生活，這樣既能讓勞動者發揮餘熱又能讓他們兼顧家庭，可見推遲退休年

齡是補充勞動力立竿見影的方式。

（三）提高教育投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技術進步

前文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如何制約技術進步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因此本文建議

通過提高教育投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等方式促進技術進步。首先，增加教育

投入。中國近年來加大了教育投入力度，〈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大財政教育投入的

意見〉指出，2001至2010年公共財政教育投入從約2,700億元增加到約14,200億

元，年均增長20.2%，高於同期財政收入年均增長幅度；教育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

重從14.3%提高到15.8%，已成為公共財政的第一大支出et。〈全國教育經費執行

情況統計公告〉顯示，2017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為42,562.01億元，比2016年的

38,888.39億元增長9.45%；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教育經費（包括教育事業費、

基建經費和教育費附加）為29,919.78億元，比2016年增長8.01%。其中，中央財政

教育經費4,663.16億元，比2016年增長5.03%fk，但是相比於發達國家，中國的人

均教育投入還是遠遠不夠。我們認為，增加教育投入是迅速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有

效途徑，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水平直接影響生產效率。近年中美貿易摩擦在一定

程度上也可視為教育戰和科技戰，美國限制中國赴美留學生修讀高科技專業，促

使我們反思中國的教育和科技現狀，而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質量、提升自主

創新能力都可為技術進步奠定良好的基礎。

其次，深化改革和持續擴大開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取得了較大的進

步，應繼續深化改革，加大重點領域的改革力度，掃除制度障礙，給自主研發和

技術創新提供寬鬆的土壤。中國是在開放過程中獲益的少數發展中國家，因此應

繼續擴大開放，將「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同時應該繼續開放市場，並且在

多邊貿易規則制訂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樣不僅能夠改善中美經貿問題，而

且有利於國外技術「引進來」和本土技術「走出去」，從而促進中國技術水平的提高。

（四）人工智能代替部分人口紅利

新一輪的信息技術革命給中國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中國應該抓住人工智

能快速發展的機遇，利用人工智能代替一部分簡單重複性的人工工作，在一些可

操作的行業試行「無人自助式」服務，而替換下來的勞動者經過技能培訓後可以進

入到相近行業。例如可以效仿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的日本，將客戶支援等基礎性

工作交給機器人處理；日本的第一家機器人酒店已經充分利用機器人代替人工搬

運行李、辦理入住和退房手續，這些已有的經驗都值得我們借鑒。如此，可以有

效補充勞動力缺口，最大化地發揮有限的勞動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勞動

力短缺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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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紅利已經消失，勞動力供給也將持續減少，中國將面臨用工難、用

工貴等問題，尋找人工勞動的替代品是即時有效的應對辦法。近年來，人工智能

發展迅猛，在各領域已有所應用，比如：在農業領域應用於噴灑農藥、播種、施

肥等，在工業製造業領域應用於分揀、包裝等。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對人工勞動的

替代作用將使人工智能產業大有作為，也將極大地緩解中國因勞動力成本上漲導

致的用工荒，中國應繼續發掘人工智能的潛能，尋找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四　小結

本文介紹了中國人口現狀以及未來趨勢，分析表明，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和勞

動力短缺問題日趨嚴重，「人口負債」將引發諸如用工荒、養老負擔過重等一系列

的社會問題，而如何緩解這些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負面效應是政府亟待解決的難

題。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對中國四十年來的經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充足的勞動力使中國持續了多年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而隨着人口紅利消失，

中國經濟也在積極轉型。近年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舉辦國際進口博覽

會等都表明了中國持續開放的決心，逐步實現從依賴出口向外貿多元化發展；為

了積極應對農村剩餘勞動力減少，中國採取了產業結構調整、推行現代農業等措

施。未來中國將繼續加大轉型和改革力度，鼓勵自主創新從而推動技術進步，增

加人力資本投資，以人口質量補償人口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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